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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拟打制是史前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实验考古方法之一，对于正确认识考古标本的类型和技术、解

读当时人类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积累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本文简要回溯了模拟打制实验的发展史，并评

述其应用现状。模拟打制实验在欧美有较长的发展与应用历史，但最终趋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传统的

模拟打制实验研究在欧洲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继承和发展，而美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了以定

量控制、数理统计为核心的实验方法。本文以近期在山西丁村开展的角页岩模拟打制实验为例，介绍传

统的模拟打制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内容，包括实验的内容设计、实施及记录和分析等。本次实验结果肯定

了硬锤锤击技术在丁村角页岩石核剥片和修理中的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对使用碰砧法

的推测。文章最后对模拟打制实验存在的问题和应用前景作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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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knapping is an essential method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lithics. It 
not only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yp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studies, but also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inid cognitive capacities and transmitted knowledg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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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looks at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knapping, and reviews its modern application. 
Although experimental knapping work has a long history in both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method has developed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Europe, while American scholars have introduced mechanically-controlled systems 
into knapping experiments.

In this paper, recent knapping experiments of the Dingcun industry of Shanxi Province are 
introduced as an example,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 the process and record of 
its result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experiments. Hornfels is not a rock commonly used in 
Paleolithic China, but it has a very high proportion among raw materials used at Dingcun 
(94.7%). Knapping experiments can show what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a rock such as hornfels 
may have had causing it to be the site’s principal raw material. The knapping technique used in 
the Dingcun industry is a long-standing controversy, as large wide flakes (typical of Dingcun) 
were supposedly produced by the block-on-block method. By comparing experimental products 
and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the knapping experiment gives us two important clues about the 
techno-economic behaviors of the Dingcun industry. The first is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ing 
large flakes by using hard-hammer percussion, and will help in resolving the debate about the 
block-on-block (or anvil) technique.. When large flakes were first reported from Dingcun, it 
was believed that only the block-on-block method could produce such flakes, but now it seems 
that hard-hammer percussion was more likely. The second clue is to show that soft-hammer 
percussion was not applied in the Dingcun industry: hard-hammer percussion is the main 
technique in both core reduction (débitage) and in the shaping (façonnage) process.

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o this method. For instance, thee lack of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Paleolithic stone-working techniques in China. Knapping experiments can help solve these 
questions. Stone knapping is a skill that is not easy to learn or conduct, and usually involves a 
long training period.

Key word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Experimental; Knapping; Dingcun; Hornfels; Hard-hammer 
percussion

1  引 言

不同于陶器、青铜器等产品经由铸造形成，石器是在不断削减的过程中形成的产品
[1]
，

因此理解石器的生产过程，也就是理解其削减的过程，以及该过程中所有副产品的可能形

态和特征，并了解最后产品的形制和遗址中所有石制品在原有生产序列中的位置。模拟打

制是实验考古学的重要内容，是感性认识史前石器的有效方法，更是理性分析的重要途径。

我们无法替代史前人类进行石制品的生产，模拟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带入打制者的主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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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模拟打制始终是理解石制品加工过程的有效路径。正如 Odell 所讲，去理解石料是如何

破裂的，始终是石器研究的核心
[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模拟打制并非追求对遗址中石

制品的完美复制，而是解读其生产过程的一种科学手段。

早在 1868 年英国考古学家 J.Evans 便将模拟打制引入公众视野，用于证实石制品的

人工性质
[3]
，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模拟打制正式进入研究领域。20 世纪 50-60 年代，在法

国学者 F. Bordes、J. Tixer 以及美国学者 D. Crabtree 等人的推动下，模拟打制实验被正式

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其重要性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并在欧美及日本得以推广和应用
[1, 4-8]

。

八十年代起，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模拟打制的重要性，并展开了相关的尝试。

如对山西丁村遗址石制品的早期研究中，进行了碰砧法的实验
[9-10]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

有不少学者陆续针对碰砧法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和讨论
[11-15]

，基于当时的局限，这些实

验在具体的实验步骤记录和细节分析方面不尽完善，在实验内容的设计上也不够丰富，更

是缺乏围绕一批材料的多个技术问题和操作链本身设计的实验。

本文将回顾模拟打制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情况，并结合本文作者近期在山西丁村开

展的角页岩模拟打制实验，进一步介绍模拟打制实验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2  模拟打制实验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现状

模拟打制实验研究正式创始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自此研究者开始逐步建立起通过打

制实践来理解史前石器打制工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以法国学者 F. Bordes、J. Tixer 以及

美国学者 D. Crabtree 等为代表的模拟打制大师，他们深受后辈学者的推崇
[16-20]

。波尔多

第一大学的 J. Tixer 更是致力于模拟打制实验的规范和分析术语的推广，与后来的学者一

起形成了欧洲旧石器考古学史上的 Tixer 学派（Tixier School），建立在模拟打制基础上

的技术类型学研究至今仍在推广，并不断被丰富
[19]
。而北美则出现了以定量化研究为目

标的模拟打制实验，机械设备、定量控制等方法被引入石料的破裂研究，形成了与传统模

拟打制实验差别较大的研究方法
[20]
。

2.1  传统模拟打制在欧洲的发展和继承

二十世纪 60-80 年代，一大批学者，通过探索一些基本的原理和规则奠定了最初的打

制实验基础，比如尝试反复改变影响打制过程的主要技术要素：打制位置（角度、台面大

小）、动作、打制工具、石核持握方式和角度等，来理解打制过程中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些因素的可变性太强，导致寻求数理关系的探索最终被放弃
[22-23]

。对各类打制技术

的区分和基本确立也是早期学者们共同完成的，主要是厘清目前在史前考古学中正式定义

的几类主要打制方法：锤击法（硬锤、软锤）、砸击法、间接打制法、压制法等，并在之

后的论著中介绍各类打制法的产品特征，为在考古遗址中识别各类打制方法的产品提供基

本的依据
[24]
。

在进一步实验研究中，不断完善和补充几类被基本确认的打制方法，例如分别对不

同硬度的石锤进行实验：表明硬石锤和软石锤打制所产生的石片有明显的区别
[25-26]

。借助

辅助设施（如杠杆等）进行剥片的实验也在开展，但其说服力及其与考古遗址中石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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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27]
。

除了对打制技术的确认和实验分析对比外，也展开了针对某些特定类型工具的模拟

打制实验。例如对手斧的模拟打制研究，实验者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工具打制，对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石片和碎屑进行观察、测量并称重，对手斧成型三个过程（修型、去薄、精修）

中产生的石片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对其尺寸进行了测量统计
[28-30]

。此外，模拟打制也被应

用于探讨不同原料在打制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特征，特别是针对石英等在观察和分析中有较

多模糊边界的原料
[6, 31]

。

上述应用发展主要是围绕打制技术层面，并将其与遗址中石制品的“操作链”研究

相结合。模拟打制实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对于有意识行为的探讨，最基本的是区

分技术事故（knapping accident，如 siret break 等）和有意图的改造（石叶折断等）；区分

技术上的难易，即一个打制任务的技术含量；区分预制和剥片；区分预制痕迹和使用痕迹

（如软锤打制中，台面边缘的磨边）。在区分以上情况的基础上，二十世纪 80 年代后期，

J. Tixer 的学生 J. Pelegrin 在原有基础上，深入探讨模拟打制方法与意识研究之间的关系，

由此发展形成了认知研究体系 [32-35]
。该研究的开展是通过仔细观察和记录考古遗址中石制

品的技术类型，再进行模拟打制，并对石制品中出现的技术、方法进行反思，参与式的评

估古人类的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以理解和恢复古人类的认知过程为核心理念，成为法国

当代史前技术研究中重要的学术理念之一。

研究证明人类早在距今 200 万年左右就开始积累和传承石器打制技术的知识，而非

此前所认为的 200万年左右人类只是随意磕碰卵石形成有刃的简单工具
[37-38]

。两百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有了最初的“技术认知”（technical conscience），而工具制造技能和相关知

识的积累必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两面器的加工是人类从认知走向概念化知识的表现；预

制石核（如勒瓦娄哇石核）的出现是明确逻辑和技能的体现。以上几个阶段代表性石制品

的生产技术，很好地体现了人类认知与技能水平在进化过程中的不断发展
[34, 35]

。人类的

认知和技术能力是一个累积和进步的过程，通过模拟实验可以实践式的参与其中。一个石

器工业中具体技术的模拟实验，是解读当时人类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有效辅助方法之一。

通过实验来了解、提出并检验生产序列的正确性，可以更有效地恢复“操作链”和客观

地评价具体遗址中石制品的生产技术所反映的人类的知识水平（knowledge）、技术认识

（know-how）和技能（skill）[35]
。

2.2  数理分析在北美模拟实验中的应用

将模拟打制应用于史前石器研究，在北美形成了与欧洲差异较大的另一种研究体系。

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 H.Dibble 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利用机械装置进行精确有控制地

模拟实验。他们把原料固定在玻璃板上，利用空气压缩机等机械动力模拟。对产品进行精

确测量后，利用聚类分析、质量分析等多种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计算，并尝试建立相关方程

式，总结各类因素对于石片大小的影响
[38-40]

。他们发展出注重测量和数据统计的实验考古学。

例如，针对影响石片大小的因素——石片台面外角（exterior platform angle=EPA），台面厚

度（platform depth/thickness=PD/PT）等作了大量的实验统计和数值计算（图 1），以期获得

在数值上的相关性，并尝试建立以 PT、EPA 为变量的公式
[38-4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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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实验多是在机械控制力度的情况下进行的硬锤打制，而软锤打制的情况会变得

更加复杂，以上的公式对具体的石料、打制技术等因素欠缺完整的考虑。这些方程式在后

来的研究中未被证明其能很好的服务于史前石制品的具体研究，也未得到从事传统模拟打

制研究者的认可
[23]
。其在实验中将材料固定并使用现代工业产品如玻璃等作为实验材料，

忽略了石制品原料差异对打制结果的影响。另外实验中将石核固定的做法与传统打制实践

并不相符，在打制实践中石核并非被机械固定，其支撑和转动是灵活的，并作为有效的因

素影响打制结果。综上，北美的数理分析的方法，虽然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但在实践

中不及传统方法接近史前人类行为，因此并未被大范围的采用。

3 模拟打制实验的基本流程——以丁村石制品为例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和分析丁村石器工业，模拟打制实验被应用于新一轮的研究之中。

实验过程主要包括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及实验分析三个部分。实验设计是在充分“阅读”

的基础上掌握考古遗址标本的特征，并提出在石制品生产技术分析中产生的疑问。在完成

以上“阅读”和“提问”工作的前提下，设定实验的目标和内容。在此基础上，准备合适

的原料和适当的打制工具（石锤、木锤、骨角锤及压制工具等），完成预设的具体实验内

容。完成打制工作后，收集打制产品给予适当的编号。在完成所有打制工作后，将所获得

的实验标本进行必要的观察和统计分析。以2014年6-7月份完成的丁村模拟打制实验为例，

图 1   石片台面外角（EPA）与台面厚度（PD/PT）示意图 [7]

Fig.1  Flake platform variables (EPA and PD/PT)

表 1  Dibble 和 Pelcin 等人建立的以 PT、EPA 为变量的公式 [41] 
          Tab.1  Prediction equations for flake mass from controlled experiments (by Dibble and Pelcin)

公式 Formulas 出处Reference

1) (-0.361*PT)-(3.305*tanEPA)+(1.663_tan EPA)* PT Dibble &Pelcin (1995: 432)

2) (0.0006* (TPT*tanEPA))3-(0.034*(TPT*tanEPA))2+(1.837* (TPT*tanEPA))-(1.12_tanEPA) Pelcin (1998: 619) (conchoidal)

3) (0.0001* (TPT_tanEPA))3-(0.009* (TPT_tanEPA))2+(0.732* (TPT_tanEPA)-(0.041*tanEPA)   Pelcin (1998: 619) (bending)

4) (0.0001*(TPT_tanEPA))3-(0.005*(TPT_tanEPA))2+(0.989_(TPT_tanEPA)- (1.209*tanEPA) Pelcin (1998: 619)

     PT=platform thickness; TPT=theoretical platform thickness; EPA=exterior platform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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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具体的工作内容。

3.1  设计实验程序与内容

开展模拟打制实验的第一个环节是有效地“阅读”出土石制品，主要包括原料的类

型及特性、剥片的方向、数量及次序，这是一个逆向推导的过程：通过目前所见的石核上，

石片背面或是工具上的片疤的状况来推导其产生的过程
[42-43]

。掌握这种阅读方法的前提是

具备打制实验的经历、熟悉模拟打制和接受一定的拼合训练，依赖简单的想象和认识并不

能胜任本项工作
[45]
。

在“阅读”过程中需要首先对考古标本所呈现的打制、修理技术有所认定。在开展

打制实验之前，应当可以初步识别和判断不同的剥片技术，如锤击（硬锤、软锤）、砸击、

间接法、压制法等。因为无论是要完成“剥片坯”
[35]
（debitage），还是完成工具“修型” [36]

（façonnage）的模拟，都需要在初步判断的基础上，经过实验予以确认。在丁村石制品

的初步观察中，我们推断锤击法为丁村石制品生产的主要技术，可能包括硬锤锤击和软锤

锤击（鹿角或硬木等）。间接和压制法所产生的产品识别度较高，其规整程度高，背面脊

线一般平行，这样一类产品并不存在于丁村石器工业中。而砸击和之前讨论较多的碰砧法

也可以被排除，砸击不适应于角页岩这种硬度和韧性均较强的石料。关于碰砧法，其本身

并不是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剥片方法，其存在性也长期受到争论，而其本身也是一种极为

危险的工作方式
[46-48]

。丁村石片整体上有较为清晰的贝壳状裂口，不少保留了清晰的打击

点，判断为锤击石片。硬锤锤击较为肯定地存在于丁村，但软锤是否被应用于丁村石器生

产过程中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在初步观察中，识别出不少具有软锤石片特点的石片。修

理技术同样以锤击为主，可能涉及硬锤和软锤。而修理的方法较为多样：正向、反向、转

向及交互都存在。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对原料的类型和特性，及其对打制过程的影响有

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为打制实验中完成原料测试奠定认识基础。

通过完成标本的“阅读”，我们拟定了本次实验的基本内容：

1）对原料进行测试，其一，测试角页岩的硬度及在打制过程中的应力反应等，其二，

了解角页岩的层状结构是否普遍存在，角页岩内部是否有不同的级别，哪一类角页岩更适

合打制，角页岩的特质是否限制一些技术的应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2）在打片实验中验证在丁村石片的打制中是否同时存在硬锤和软锤打片，用硬锤和

软锤分别打制石片，观察其技术特征（台面、腹面及台面角等）并进行比较，判定两种类

型的锤击是否同时存在于遗址的石制品生产中；

3）修理实验，选择已经生产的石片毛坯，制作遗址中所具有的相应类型的工具，一

方面修理过程中分别应用软锤和硬锤修理同一类工具，对比其产品在特征上的区别，另一

方面加工部分典型的丁村工具，观察产生副产品的特征，并通过称量成品与副产品的重量，

了解修理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的量。

3.2   实施打制实验

我们在大崮堆山及附近的沟壑寻找角页岩原料，对不同种类的角页岩进行采集，采

集过程中注意石料的外部特征：是否有明显裂痕，成层性及其延伸特征，化学风化的程度

及深度，是否经受过强烈的温度变化影响。在民族志的相关研究中，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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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打片前也要花数个小时来完成原料的采集，可见这是完成打制的重要步骤
[8]
。在完成首

次原料采集工作和石锤选择工作之后，开展对于原料的初步实验，由于实验者是首次接触

角页岩的打制，因此需要对角页岩的硬度和应力特征有基本的尝试和了解。角页岩是一种

高温变质岩，原岩为页岩与砂质页岩，即使在采集的石料表面看不到裂痕，轻敲听声判断

似无裂隙，但在实验敲击过程中仍会经常遇到角页岩内部的原始层面裂隙。打制中应注意

平行于原始层面进行剥片打制。经过第一次的原料采集和打片尝试，我们对于石料的寻找

识别，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展开第二次原料采集工作，用于后面的剥片和修理实验。

剥片实验，首先分别进行硬锤剥片和软锤剥片，选取相同原料，用两类锤击法各生

产石片 25 个。在软锤打片实验中为了应对角页岩硬度较大的特点，准备了重达 2kg 的

硬木锤（图 2-a），但仍无法生产完整石片，最终软锤打制实验采用鹿角完成。在分别

图 2 实验中采用的工具及部分实验举例

Fig.2  Knapping tools and samples of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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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硬锤和软锤的实验后，对两类产品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分析，并参照之前选取的考

古材料中的疑似软锤石片进行对比，初步确定硬锤锤击法是丁村角页岩剥片过程中采用

的主要方法。

确定剥片方法以硬锤剥片为主后，选取一块较大的石料（45×30×20cm）作为石核，

进行连续剥片，最终生产大小石片 60 片（图 2-b）。对石片、裂片和最终的残余石核进

行简单记录之后，选取合适的石片毛坯进行工具修理实验。此次实验中选取毛坯修理出手

镐、薄刃斧、重型刮削器及锯齿刃器等工具。并用软锤及硬锤分别修理同类工具，对两种

工具修理的工具及其副产品进行记录和对比（图 2-c/d）。

3.3  实验流程记录和结果分析准备

实验中，应详细记录实验者、实验品序号、所采用的打制技术等，在一批实验完成后，

我们很可能获得成百上千的石片或裂片等。因此编号和记录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重

要的，同一石核上连续剥下的石片尽量保持在同一编号序列之中。实验的标签应针对实验

内容设计，尽量有效地记录重要的信息。

后续分析之中，两类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实验产品之间的对比，二是实

验产品与遗址中出土物的对比。此次针对丁村遗址角页岩开展的打制实验的分析中，首先

对实验中软锤与硬锤锤击石片进行了对比，观察、记录两类锤击法在实验中产品技术特征

上的差异，其次是对实验产生的硬锤 / 软锤石片与通过观察挑选出的遗址中的疑似软锤石

片进行对比。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来判断软锤锤击是否在丁村石器加工中被使用。在工

具修理实验中，对同类工具采用不同方法修理所产生的修理痕迹进行记录和对比，并分别

与考古标本进行对比，帮助认识该遗址中使用的具体修理技术。限于篇幅，具体的实验数

据分析另文介绍，本文只对结果略做总结介绍。

图 3 实验中硬锤剥片所获石片举例

Fig.3  Samples of hard-hammer percussion f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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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讨论

4.1  丁村角页岩模拟打制实验结果

通过这种叠加的对比，目前的实验结果否定了丁村存在软锤剥片技术。硬锤锤击是

该工业体系中主导的生产技术，在剥片和修理中都广为应用。另外实验中，对重型工具的

模拟修理让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理解两种不同类型的修理，一种是手稿等具有规范化修理工

具，一类是重型刮削器和锯齿刃器等主要以获得功能边为目的的简单修理工具。两者所产

生的副产品有较大的差别。

在硬锤剥片实验中，随机产生的石片中宽型石片的比例可达 44%。打制实验中产生

的石片的台面角在 70-90° 之间波动且集中于 75-85° 之间，这些均与考古标本的情形类似。

部分石片的打击泡突出，锥疤明显，且石片远端的波纹明显凸起（图 3: 1, 3, 4），这与角

页岩本身硬度大，打片过程中需要较大的作用力有关。双锥石片在遗址发现之初作为一种

特殊石片被报道并认为与碰砧法有关
[9]
，在硬锤打制实验中我们随机的得到了这种石片（图

3: 2），它是在打制中两次锤击并在第二次锤击中成功剥离的情况下产生，因此说明双锥

石片不能作为特殊打制技术（如碰砧法）的标志。而只是由于第一次打击时用力不足或是

打击点不合适未能剥离石片，而第二次打击时，打击点变动并成功剥片。

对丁村石制品的模拟打制实验，一方面，肯定了硬锤锤击技术在石核剥片和修理中

的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对碰砧法的推测
[9]
；另一方面，为深入了解石制

品的形制提供了参考，帮助研究者更准确的恢复“操作链”。 

4.2  讨 论

能够熟练地进行模拟打制不是“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大多数熟练的打制

者需要经过多年的练习，这是模拟打制未能在国内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模拟

打制研究并不等同于艺术品的复制工作，不要求精准的照搬模仿，它更是一种充满逻辑和

理性的科学方法。实验者非但要有熟练的打制技术，更需要丰富扎实的考古学知识，切身

观察过较多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考古标本，具备较好的“阅读”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目前，模拟打制实验的传统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随着现代机

械和计算机的发展，不少学生倾向于快速、数字化的研究手段，而对于这种需要经历较长

的培训和经年练习的传统方法则缺乏足够的重视。模拟打制除了技术上的要求，在个人体

力方面也确有一些差异，因而不少实验本身对于打制者的不同经验和性别会做统计
[48-49]

。

模拟打制实验本身在应用上除了针对个别遗址做分析，更基础的是可以普遍地帮助研究人

员正确地认识考古标本所蕴含的信息，并有效地解读这些信息。模拟打制应成为石器研究

者一种广泛地体验和参与，虽然不必要求所有的史前考古研究者都能熟练掌握模拟打制，

但相应的参与和体验，的确可以为正确认识石制品提供莫大帮助。

近年来一些研究和讨论中提出中国的旧石器打制技术发展受到了缺乏优质原料的限

制，或者针对特殊的原料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石器工业
[50-52]

。在将来的工作中，利用本

土石器原料开展相关技术的模拟打制，将会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新线索。在华北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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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早中期遗址中，石英岩和石英等原料的应用也为石制品观察和分析带来了不少困难，

原料的特性加大了 “ 阅读 ” 的难度，因此可以尝试借以打制实验帮助理解和认识这些石器

工业。综上所述，模拟打制在国内推广和应用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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